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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迅速嵌入企业的工作流程，但其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方向在既有研究中存在明显分

歧。本文采用整合性述评的方法，系统检索信息系统、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三个领域的相关实证研

究，以工作要求–资源模型与资源守恒理论为骨架，构建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

员工工作行为存在方向相反的两条路径。增益路径经由心理授权、工作繁荣与工作重塑，提升员工的工

作投入与工作效能；损耗路径经由技术压力、认知卸载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依赖，导致批判性思维弱化与

情绪耗竭。两条路径的相对强度受三类边界条件调节，分别是个体层面的AI素养与动机取向、组织层面

的支持与治理能力，以及任务与岗位属性。由此得出，企业应放弃单纯的限制性策略，转向“受控赋能”

的治理组合，在可见性建设、能力培养与边界划定三个方面同时着力。本文的贡献在于把分散于三个学

科的实证发现整合进统一框架，并给出可操作的治理路径。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路径的现有证据以横断

面设计为主，部分关系可能存在互惠性，本文在框架中对变量间关系的方向性另作专门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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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rapidly becoming embedded in corporate workflows, yet 
existing research shows marked divergence regarding the direction of its impact on employee work 
behavior. Using an integrative review approa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earches relevant empir-
ical studies in three fields—information syste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resource man-
agement—and constructs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and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he study finds that generative AI exerts two opposing path-
ways on employee work behavior. The gain pathway, through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thriving 
at work, and job crafting, enhances employees’ work engagement and work effectiveness. The loss 
pathway, through technostress, cognitive offloading, and generative AI dependence, leads to weak-
ened critical thinking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two pathways is mod-
erated by three types of boundary conditions: individual-level AI literacy and motivational orienta-
tion, organizational-level support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task and job attributes. It follows 
that firms should abandon purely restrictive strategies and shift toward a governance portfolio of 
“controlled empowerment,” focusing simultaneously on visibility building, capability development, 
and boundary setting. This paper’s contribution lies in integrating empirical findings scattered 
across three disciplines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 and offering actionable governance pathway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existing evidence for these pathways is predominantly cross-sectional, and 
some relationships may be reciprocal;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ddresses the directionality of 
these relationships explici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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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企业中的扩散速度，在企业技术应用史上并不多见。自大语言模型向公众开放以

来，短短数年间，它已从实验性工具转变为嵌入日常工作流程的基础设施。与以往的信息技术不同，生

成式人工智能不只承担信息传递与流程自动化的功能，它直接介入知识生产的核心环节——起草文本、

生成代码、分析数据、提出方案。这意味着它触及的不仅是员工“怎么做”，还包括“做什么”，乃至

“想什么”。既有研究在解释员工对新技术的接受时，多借助技术接受模型，认为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

用性是决定使用意愿的主要因素[1]。这一视角对理解“是否采纳”具有解释力，但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

时存在两处不足：其一，它主要刻画初始采纳决策，难以刻画采纳之后从浅层到深层的连续差异；其二，

它倾向于假定技术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因而难以容纳收益与代价并存的情形。这构成了本文转向机制

整合的一个出发点。早期企业信息技术的价值主张集中在流程效率：把原本由人完成的规则化任务交给

系统。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这一逻辑，它处理的是非结构化任务——文本、代码、图像与创意方案，

而这些恰恰是知识型工作的核心内容。因此，它在企业中的角色更接近“协作伙伴”而非“效率工具”。

这一转变在测量层面已经有所反映。研究者提出用“后采纳使用”刻画员工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程

度，并将其区分为三种形态：扩展型使用(使用更多功能)、整合型使用(打通任务之间的衔接)与涌现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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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探索性、实验性的非预期用法)。一项针对五百余名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员工的调查发现，人工智

能带来的心理授权正向影响整合型与扩展型使用，二者又进一步正向影响涌现型使用；而使用动机在其

中起调节作用，功利型动机强化了授权向涌现型使用的转化，享乐型动机反而削弱了授权向扩展型使用

的转化[2]。 
但是，这种深度介入带来了一个尚未解决的判断分歧。乐观的一方强调其赋能属性：生成式人工智

能能够压缩重复性劳动所占的时间，使员工得以把精力投向更具创造性的任务。一项针对员工创造力的

三波调查发现，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互动可以经由和谐型工作激情提升员工的创造性绩效，而人工智能

知识是这一过程的边界条件[3]。审慎的一方则指出其代价：持续的技术更新压力、工作边界的模糊化，

以及把思考过程整体外包给工具所带来的能力退化风险。一项量表开发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依赖

与更高的拖延水平、更多的认知失败、更低的批判性思维以及更低的自我概念清晰度显著相关[4]。分歧

的根源在于，多数研究只报告净效应，而净效应恰恰可能掩盖方向相反的机制。本文的主张是：生成式

人工智能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同时包含增益与损耗两条路径；理解这一结构，比争

论“人工智能究竟好不好”更有管理价值。 
伴随使用深度的增加，员工角色至少发生三重转变。其一是任务执行者向任务设计者转变。当生成

式人工智能可以承担初稿撰写、数据整理等任务时，员工的比较优势从“完成”转向“定义”——即决定

做什么、做到什么标准、如何判断结果是否可用。其二是独立工作者向协作协调者转变。研究者基于能

动性与交互强度两个维度，将员工与人工智能的协作划分为增强型、共生型、辅助型与替代型四种模式，

并指出既有研究的概念碎片化问题突出，缺乏整合性的类型学与经过验证的测量工具[5]。这一分类刻画

了同一组织内协作形态的高度异质性。其三是技能使用者向技能管理者转变。一项跨国实验研究比较了

“纯人工”“无引导的人机协作”“结构化提示的人机协作”与“纯人工智能”四种条件下的表现，结果

显示无引导的人工智能使用促进了认知卸载，却没有提升推理质量；而结构化提示显著降低了卸载水平，

并同时提升了批判性推理与反思性投入[6]。这说明，人工智能究竟成为能力的延伸还是替代，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员工如何使用它。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扩散的速度与组织准备的程度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多项行业调查显示，员工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但相当比例的使用发生在组织视野之外；与之相对，仅少数组织建

立了较完整的治理框架，多数组织在数据流向、使用场景与责任界定方面仍缺乏基本可见性。这种落差

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风险结构：使用是真实发生的，而管理是滞后的。这一落差的直接后果是，技术效应

在企业内部呈现高度不均衡的分布。同一组织内，部分员工可能已经借助工具完成了工作方式的系统重

构，而另一部分员工仍停留在零散的问答式使用；同样，部分员工可能在无意识中把关键判断交给了工

具，而组织对此一无所知。承认这种不均衡，是设计有效治理方案的前提。 
本文的目标有四：第一，厘清两条路径各自的作用机制；第二，界定“员工工作行为”这一核心概念

的内涵与边界；第三，分析两条路径之间的交互作用，并识别决定其相对强度的边界条件；第四，提出

面向企业实践的治理路径。本文的贡献在于跨领域整合——相关证据分散在信息系统、组织行为与人力

资源管理三个领域，彼此少有对话，本文尝试将其纳入统一框架。这一整合对企业实践具有紧迫性。当

前多数企业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仍停留在两个极端：一端是放任自流，由员工自行摸索，风险不可见；

另一端是一禁了之，把工具挡在门外，却同时挡掉了它可能带来的能力增益。两种做法都建立在同一个

隐含假设之上，即认为技术的影响是单向的、可预测的。本文的分析将表明，这一假设并不成立。真正

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在对双重机制的清醒认识之上：知道增益从哪里来，也就能设计出放大它的条件；

知道损耗从哪里来，也就能设计出阻断它的闸门。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员工工作行为的双刃剑分析框架

如图 1。 

https://doi.org/10.12677/mm.2026.1611254


宋鑫鑫 
 

 

DOI: 10.12677/mm.2026.1611254 71 现代管理 
 

 
Figure 1. A double-edged swor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impacts on employees’ work behaviors 
图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员工工作行为的双刃剑分析框架 

2. 研究方法 

2.1. 方法选择与检索策略 

本文采用整合性述评(integrative review)的方法。整合性述评适用于研究问题尚未收敛、实证发现彼

此冲突的领域，其目标不是穷尽文献，而是识别分歧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并加以整合，因而在管理学中常

被用于构建新框架或重新概念化既有领域[7]。与之相比，系统综述更适用于研究问题明确、效应量可合

并的情境[8]。考虑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员工层面影响研究尚处于快速累积阶段，测量工具与样本情境差

异较大，本文选择整合性述评而非元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进行效应量的定量合并，因此不对两

条路径的相对强度给出数值判断；相关结论以方向性判断与机制解释为主。 
检索覆盖中文与英文两类文献。中文数据库包括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与维普；英文数据库包括 Web 

of Science、ScienceDirect、Springer Link 与 Emerald。中文检索式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或“生成式 AI”
或“人机协作”为主题词，并与“工作投入”“认知卸载”“技术压力”“工作重塑”“员工行为”等组

合；英文检索式以“generative AI”OR“large language model”OR“human-AI collaboration”为主题词，

并与“work engagement”、“cognitive offloading”、“technostress”、“job crafting”、“employee behavior”
等组合。检索式在题名、关键词与摘要字段中执行。 

时间范围以近五年为主，但对本文所依托的基础理论文献不作时间限制，以保证经典理论与前沿实

证的平衡。语种限定为中文与英文。文献类型限定为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与学位论文，工作论文与行业

报告仅用于佐证现象的普遍性，不作为理论论证的主要依据。 

2.2. 纳入排除标准与筛选流程 

纳入标准包括四条：1) 研究对象为组织情境中的在职员工；2) 研究主题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或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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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的使用、体验或后果；3) 报告了明确的构念测量方式或可识别的机制链条；4) 提供了可核查的实证

证据或系统的理论论证。 
排除标准包括四条：1) 仅讨论技术本身的性能或算法，不涉及人的行为与心理；2) 样本为在校学生

且研究情境与工作场景缺乏可比性；3) 仅有摘要而无完整方法信息；4) 重复发表或与已纳入文献基于同

一数据集。 
筛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题名与摘要初筛，依据纳入与排除标准剔除明显不相关与重复的文

献；第二阶段为全文复筛，依据纳入与排除标准逐篇核对研究情境与测量信息；第三阶段为引文追溯，

对已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与被引情况进行滚雪球检索，用以补充早期经典文献与最新前沿成果。 
三个阶段均由作者独立执行并交叉核对，对存在分歧的文献依据“研究情境是否可比”这一标准协

商确定。 

2.3. 证据整合规则与文献构成 

本文不以文献计数为主要依据，而按“机制”组织证据，具体遵循三条规则。第一，机制归类优先于

主题归类：先识别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员工产生作用的理论通道，再把分散在不同样本、不同方法下的实

证发现归入相应通道，从而使方向相反的发现可以在同一框架内对话。第二，冲突处理遵循“情境解释

优先”原则：当不同研究报告的结论相互矛盾时，本文不做简单折中或多数表决，而是优先考察差异是

否来自样本情境、测量方式或边界条件，并在正文中明确指出。第三，证据强度分级：元分析与多波次

纵向研究的结论被视为较强证据，用于支撑框架的主干；单一横断面研究的结论被视为较弱证据，仅用

于补充说明或提出待检验命题。此外，考虑到纳入的实证研究以员工自我报告为主，共同方法偏差可能

对变量间关系产生系统性影响[9]，本文在引用单源横断面研究时均标明其设计局限，避免将相关关系直

接表述为因果关系。 
本文最终纳入分析的文献共 35 篇。发表于管理学与信息系统领域权威期刊的文献占比较高，包括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MIS Quarterly、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Organization Science、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等。这一构成兼顾了三个平衡：国内外文献的平衡，以保证结论既不脱离中国组织

情境，又能与国际研究对话；经典与前沿的平衡，以保证理论根基的稳定性与事实证据的时效性；理论

文献与实证文献的平衡，以保证框架既有解释力又有经验支撑。 

2.4. 结论冲突的识别、归因与处理流程 

述评类研究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冲突证据的处理方式。若仅以多数表决或简单折中方

式处理分歧，容易掩盖分歧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使整合结论失去可复核性。为此，本文设定明确的冲突

界定标准、归因类别与处理规则，并规定固定的操作流程，使每一处冲突的处理依据均可追溯。 
首先是冲突的界定。本文将结论冲突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方向冲突，即不同研究对同一对变量关

系的符号判断相反，例如同样考察技术压力与深度使用的关系，一方报告负向、另一方报告正向。第二

类是显著性冲突，即关系方向一致，但在统计显著性上结论不同。第三类是强度冲突，即方向一致且均

达到显著，但效应量差异超过一个数量级，提示关系中可能存在未被识别的调节因素。第四类是边界冲

突，即主效应结论一致，但调节变量的作用方向在不同研究中不一致。四类冲突中，方向冲突与边界冲

突对分析框架的威胁最大，本文对其予以优先处理。 
其次是冲突的归因。对于识别出的冲突条目，按以下五类来源依次排查，以判断其是否可由研究间

的系统性差异解释。第一，构念测量差异，即同一构念名称下的操作化定义不同，例如工作投入分别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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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奉献–专注三维结构测量与按整体投入程度测量。第二，样本情境差异，包括行业属性、岗位类

型、公私部门归属与文化背景的差异。第三，研究设计差异，包括横断面与纵向设计、自我报告与客观

记录、单源与多源数据的差异。第四，分析层次差异，即个体层面的结论与团队、组织层面的结论被混

用。第五，边界条件差异，即样本在关键调节变量取值上的系统性差异，导致同一关系在不同取值区间

呈现相反方向。归因过程要求回到原文逐条核对样本构成、测量工具与设计信息，不得依据摘要或二手

转述作出判断。 
第三是处理规则。依据归因结果，按以下三条规则作出判定。规则一，测量或设计伪冲突：若冲突

可归因于第一类或第三类来源，判定该分歧并非实质性的理论分歧，不将其纳入框架主干，仅在引用时

标注原研究的设计与测量局限。规则二，情境依赖型冲突：若冲突可归因于第二类、第四类或第五类来

源，判定双方结论均成立但适用条件不同，将冲突转化为边界条件命题，在框架中同时保留两种结论并

明确各自适用范围。规则三，实质性冲突：若穷尽上述归因后仍无法解释，且双方证据强度相当，判定

为实质性冲突，在框架中并列呈现并标注为待检验命题，不作出方向性结论。 
规则三的适用以证据强度相当为前提，因此需要明确强度判断的依据。本文采用三条准则：其一，

元分析与基于多波次纵向数据的结论，强于单波横断面结论；其二，多源数据(如自评与他评结合)强于单

一自我报告数据；其三，报告了完整测量学信息(信度、效度检验)且样本量适度的研究，强于未报告测量

学信息或样本量明显偏小的研究。仅当冲突双方在上述三条准则上均无实质差异时，方适用规则三。 
最后是操作流程。具体执行分为五步：第一步，冲突识别，逐条比对纳入文献中涉及同一对变量关

系的结论，标记方向、显著性与效应量信息；第二步，冲突定类，依据前述四类标准判定冲突类型；第三

步，归因排查，按五类来源依次核对，并记录排查结论；第四步，规则判定，依据规则一至规则三确定处

理方式；第五步，标注呈现，在正文相应位置说明该结论的证据类型与适用范围。 
为降低单人判断的主观性，上述流程由两名独立编码者分别执行，对判定结果不一致的条目进行协

商；协商未果的条目提交第三方裁定。全部判定过程形成编码日志，逐条记录冲突内容、归因依据与最

终处理结果，以备复核。经此流程，本文所纳入文献中方向相反的结论均在框架内获得了明确的处理位

置，未出现被简单折中或直接忽略的情形。 

3.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3.1.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边界 

本文所称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员工在组织工作情境中使用能够自主生成文本、代码、图像或方

案的人工智能工具的行为。这一界定包含三个限定：其一，使用主体是员工个体而非组织，因而区别于

企业层面的技术部署决策；其二，使用发生于工作情境，因而区别于私人生活中的同类使用；其三，使

用对象是可生成新内容的大模型类工具，因而区别于传统的规则化信息系统。在使用程度的刻画上，本

文借鉴后采纳使用的思路，将其视为一个从浅层到深层的连续谱，包含扩展型使用、整合型使用与涌现

型使用三种形态[2]。这一处理方式避免把使用简单化为“用或不用”的二分，也更贴近企业内部的真实

差异。 
“员工工作行为”是本文的核心被解释概念，其边界需要明确。本文将员工工作行为界定为：员工

在组织工作情境中表现出的、与工作任务直接相关的行为及其伴生的心理状态，范畴上涵盖工作投入、

工作重塑、工作效能与创造性绩效等积极表现，以及情绪耗竭、认知退化与工作倦怠等消极表现。 
这一定界包含四项边界。第一，在层次上限于个体层面，不涉及团队或组织层面的集体行为。第二，

在内容上限于工作指向的行为与状态，不涵盖生活领域的满意度、幸福感等非工作结果。工作投入之所

以被纳入，是因为其本质是个体在工作角色中的身心投入程度[10]，属于典型的工作行为范畴；其测量工

https://doi.org/10.12677/mm.2026.1611254


宋鑫鑫 
 

 

DOI: 10.12677/mm.2026.1611254 74 现代管理 
 

具的中文版信度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验证[11]。第三，在性质上区别于客观绩效产出。本文关注的是行为

与体验本身，而非产出数量或财务结果，原因是后者受行业、岗位与考核制度的影响过大，难以在跨样

本比较中保持可比性。第四，在时间上涵盖即时状态与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工作重塑属于后者，指员

工为优化个人工作目标对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做出的自主性调整[12]；认知卸载与情绪耗竭则更接近前

者。 
需要说明的是，“员工工作行为”并非一个已经定型成熟的上位构念，而是本文为整合目的而设定

的工作性概念。其作用在于划定讨论范围，而非声称存在某种统一的测量工具。 

3.2. 支撑理论的层级逻辑 

本文整合了悖论理论、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资源守恒理论与认知卸载理论。这四个理论并非并列

关系，而是分处三个层级，各自回答不同性质的问题。 
第一个层级是元理论层，由悖论理论承担，回答“为什么同一技术会同时产生相反后果”。该理论

指出，相互矛盾却同时成立的要求是组织生活的常态，最优策略不是二选一而是动态平衡[13]。这一判断

为后文同时保留两条相反路径提供了合法性。 
第二个层级是整合框架层，由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承担，回答“这些相反后果经由哪些通道传导”。

该模型提出的动机过程与健康损耗过程，恰好为增益与损耗提供了两条并列的传导通道[14]。 
第三个层级是具体机制层，由资源守恒理论与认知卸载理论共同承担，分别解释两条通道内部如何

运作。资源守恒理论从资源流动的角度解释增益路径为何具有自我强化特征[15]；认知卸载理论则从认知

加工的角度解释损耗路径为何具有隐蔽性[16]。三个层级构成“为什么–经何处–如何发生”的完整链条。 

3.3. 两条路径的理论解释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认为，工作特征通过两条相对独立的过程影响员工：动机过程由工作资源驱动，

经由工作投入通向积极结果；健康损耗过程由工作要求驱动，经由耗竭通向消极结果[14]。将生成式人工

智能置于这一框架下，它会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作为资源，它降低了完成任务的认知成本，扩充了员工

可调用的能力；作为要求，它带来了技能更新的压力、产出标准的抬高与工作边界的模糊。两条过程并

行，构成了双刃剑效应的基本骨架。这一框架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净效应的方向并不固定，而取决于两

条过程的相对强度。当资源效应占据主导时，整体表现为正向；当要求效应占据主导时，整体表现为负

向。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同研究报告的总效应方向并不一致。 
增益路径的自我强化特征可由资源守恒理论解释，该理论指出，个体倾向于保护既有资源，并在此

基础上获取新资源；拥有较多资源的个体更容易获得额外资源，形成增益螺旋；而资源损失的个体则更

易陷入损失螺旋[15]。据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被视为一种可以投入的资源：善于使用者获得效率与能

力上的回报，进而有更多余裕继续投入学习；而不善使用者可能因技能焦虑而消耗心理资源，陷入进一

步的被动。资源螺旋的存在意味着，技术效应具有路径依赖与自我强化的特征，早期的使用体验可能决

定后续的分化。 
损耗路径的隐蔽性则可由认知卸载理论解释。认知卸载指个体借助外部工具降低自身认知需求的现

象，其本质是把本应由内部认知完成的过程转移到外部载体上[16]。这一机制是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潜在

代价的关键：当工具能够直接给出答案时，员工可能不再经历必要的推理过程。需要强调的是，卸载本

身并非贬义。合理的卸载是专业化分工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卸载的边界——当被卸载的是判断、推理与

论证组织这类高阶认知活动时，能力的维持与提升便失去了练习的基础。前述跨国实验的证据正是这一

区分的直接体现[6]。另一项量表开发研究进一步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依赖中的“认知 preoccu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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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与更低的批判性思维相关联[4]。 
最后，悖论理论为整体框架提供了元理论支撑。悖论理论认为，组织与个体常常面对相互矛盾却同

时成立的要求，最优策略不是二选一，而是动态平衡[1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管理正属于此类情境：企业

既需要借助它提升效率与创新能力，又需要控制数据安全与能力退化的风险；员工既希望获得工具带来

的便利，又需要维护自身的专业判断力。这一视角的价值在于，它把“如何取舍”改写为“如何兼顾”，

从而为后文的治理路径提供理论依据。 

3.4. 变量间关系的方向性：单向因果假设的限度 

本文框架以箭头表示变量间的作用方向，但需要明确：箭头所表达的是理论上的传导方向与机制归

属，不等同于已经确立的因果关系。多数纳入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仅能支持变量之间存在关联，无法

排除反向因果与第三变量解释。因此，本节专门讨论框架中不宜作单向理解的关系，并对本文的表述规

范作出说明。 
在本文框架中存在三类具有互惠或反馈性质的关系。第一类是深度使用与增益机制之间的自我强化

循环。心理授权与工作繁荣既被识别为深度使用的前因，也可能随使用深度的增加而进一步增强——员

工在深度使用中获得掌控感，掌控感又推动其继续拓展使用范围，二者互为因果，共同构成资源守恒理

论所称的增益螺旋[15]。现有研究虽在测量上作了时间分离，仍难以完全排除反向路径。 
第二类是工作重塑与技术压力之间的负向反馈。工作重塑通过重构任务结构降低认知负担，可能缓

冲技术压力的累积；反过来，当技术压力持续升高时，个体的心理资源被优先用于应对压力，可用于主

动重塑的资源相应减少，从而抑制工作重塑。二者构成相互制约的反馈回路，其净效应取决于所考察的

时间尺度：短期内重塑的缓冲作用可能占优，长期内压力的资源挤占效应可能逐渐显现。 
第三类是治理实践与使用形态之间的共同演化。影子人工智能的出现会反过来促使组织调整治理规

则，而规则的调整又改变后续的使用形态。因此，治理与使用并非单向的“制度约束行为”，而是彼此塑

造的演化过程。将治理视为外生给定条件，会低估员工规避行为对制度本身的塑造作用。 
上述关系的存在意味着，本文构建的框架应被理解为一张“机制地图”，用以标示存在哪些传导通

道、经由何种心理过程起作用，而非一套已经确立的因果路径图。相应地，本文在表述上作如下设定：

仅对具备多波次纵向数据或实验操纵的研究，使用“影响”“导致”等表述；对仅有横断面相关证据的关

系，统一使用“与……相关”“提示……可能”等表述，并在引用时标注其设计类型与样本情境。检验互

惠关系需要与横断面设计不同的方法安排。建议未来研究采用交叉滞后面板设计，检验使用深度与增益

机制之间的双向路径；采用日层面经验取样法，捕捉工作重塑与技术压力在短期内的相互制约；并利用

外生冲击(如组织强制更换工具、监管政策变更)构造准自然实验，为治理实践与使用形态的共同演化提供

因果识别的条件。 

4. 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 

4.1. 增益机制 

心理授权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正向效应的第一重机制。当员工感到工具提升了自己对任务的掌控

力时，会更主动地拓展使用范围与深度。前述针对五百余名员工的调查证实，人工智能带来的心理授权

正向影响整合型与扩展型使用，并间接促进涌现型使用[2]。这意味着，授权感并非使用的结果，而是深

度使用的前因。对企业而言，这一发现具有直接的管理含义：与其要求员工“多用”，不如创造条件让员

工在使用中获得掌控感——例如允许其自主选择工具、自主决定使用场景。 
第二重是工作繁荣与工作重塑。工作繁荣指个体在工作中同时体验到活力与学习的心理状态[17]，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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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工具在组织行为研究中已相当成熟[18]，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亦已发表，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两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良好[19]。工作重塑指员工为优化个人工作目标，对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做

出的自主性调整[12]。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技术的潜在价值转化为实际价值：工具本身不会自动改

变工作方式，只有当员工主动重排任务结构时，效率优势才会兑现。 
有研究以三百余名员工的三波数据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工作重塑影响工作繁荣，积极情绪强化了

这一关系[20]。这一链条可以迁移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情境：技术条件的变化先改变员工可采取的行动，行

动的累积再塑造其心理状态。换言之，工作繁荣不是技术直接给予的，而是员工借助技术重新组织工作

之后获得的。 
第三重是人机协作的组织化形态。人机协作是增益机制的组织化形态。研究者开发了员工–人工智

能协作流畅性量表，涵盖可理解性、可预测性、适应性、连续性与同步性五个维度，共十八个题项，并报

告该构念显著正向影响员工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21]。关于协作的前因，一项基于六百余名服务业员工

的三波研究发现，组织心理所有权正向影响员工与人工智能的协作，员工的人工智能工作重塑在其中起

中介作用，而家长式领导强化了这一路径[22]。这提示协作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技术水平，也取决于员工与

组织之间的心理联结。 

4.2. 损耗机制 

损耗机制的第一重是技术压力与情绪耗竭。技术压力指信息技术使用给个体带来的压力体验，包含

技术过载、技术入侵、技术复杂性、技术不安全性、技术不确定性五个维度[23]，其测量工具已在多项研

究中得到验证[24]。就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最突出的两项是技术过载与技术入侵：前者表现为产出标准

的整体抬高，后者表现为工作向私人时间的渗透。 
情绪耗竭是工作倦怠的核心维度，其测量工具在国内被广泛使用，中文版的三个分量表信度均达到

可接受水平[25]。将两条线索连接起来可以得到一个反直觉但逻辑自洽的判断：生成式人工智能未必降低

员工的疲惫程度。当工具把“一周读三十篇文献”变成可能时，三十篇就成为新的基准；当“三天成稿”

成为常态时，三天就成为新的预期。效率提升释放出的时间，可能被同步抬高的标准重新占满。 
第二重是认知卸载与批判性思维弱化。如前所述，认知卸载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具隐蔽性的代价[16]。

其隐蔽性在于，卸载带来的收益立即可见，而能力的退化需要较长时间显现。实验证据表明，这种退化

并非不可避免，而是与使用方式紧密相关：无引导的使用促进卸载且不提升推理质量，结构化提示则显

著降低卸载并提升推理投入[6]。这一对照说明，认知代价的根源不在于工具的强大，而在于使用过程中

是否保留了人的判断环节。 
第三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依赖。当使用从工具性行为演变为难以自控的依赖时，损耗机制进入更深

的层面。一项经六项研究、一千三百余名被试验证的量表开发工作，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依赖界定为包含

认知 preoccupation、负面后果与戒断三个成分的构念，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 0.92 至 0.93 之间，重测信度

为 0.87。该研究还报告，依赖与更低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更多的拖延与认知失败、更低的任务绩效与

批判性思维、以及更低的自我概念清晰度相关[4]。 
这一构念对企业的警示在于：依赖不是外部约束问题，而是内在动机问题。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

较低的员工，更容易滑向依赖——因为使用工具填补了自主、胜任与关系需要上的空缺。 
第四重是影子人工智能。在存在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的企业中，损耗机制还会以一种特殊形态出现：

员工为了获得工具的效率优势，绕过组织规定使用未经批准的人工智能工具。这一现象被称为“影子人

工智能”。研究指出，影子人工智能常常由“为组织谋利”的善意动机驱动，员工因此陷入合规与绩效之

间的冲突[26]。相关研究进一步揭示，正式政策存在却缺乏实际约束力的“治理漂移区”是普遍现象[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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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部门情境中，一项基于访谈的研究发现，安全风险、监管真空与责任归属模糊共同构成了“问责

真空”，其中责任归属模糊最具瘫痪性——员工担心一旦人工智能出错，责任将完全由个人承担；其结

果是使用转入隐蔽形态，反而更容易引发数据泄露[28]。 

4.3. 边界条件 

两条路径的相对强度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个体、组织与任务三类条件的取值而变化。既有讨论常

将这三类条件作为笼统的标签使用，但若不作概念细分与操作化界定，边界条件便难以转化为可检验的

调节假设，也难以支撑具体的治理建议。因此，本节先对三类条件逐一细分并给出操作化方向，再讨论

条件之间的交互作用，最后说明条件组合对治理设计的含义。 

4.3.1. 个体层面条件及其操作化 
个体层面主要有三项条件：人工智能素养、动机取向与心理资源，三者均可进一步细分，且细分成

分的作用方向并不一致。 
人工智能素养可区分为三个成分：技术操作素养，指员工有效调用工具、优化提示表达的能力，主

要放大增益路径的转化效率；批判评估素养，即辨别工具输出可靠性、识别错误偏见的能力，主要削弱

损耗路径，抑制认知卸载；伦理合规素养，用于判别数据输入与工具使用的边界，同时作用于两条路径，

直接影响影子人工智能的发生概率。该区分对治理颇具启示：培训若仅强化技术操作素养，忽视批判评

估与伦理判断，可能提升工具使用频率，加剧认知卸载。前述实验中结构化提示的效应[6]，更贴近批判

评估素养的作用逻辑。 
动机取向分为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内在动机源于胜任、自主需要，驱动探索性深度使用；外在动

机来自绩效考核压力，催生工具性浅层使用，提升依赖风险。作为内在动机的组织情境化形态，公共服

务取向动机影响员工如何分配工具释放出的精力[29]。因此企业不能预设员工的工具使用模式趋同，动机

结构差异会改变技术效应。 
心理资源也需要细分。恢复体验的心理脱离维度，衡量非工作场景下心理脱离工作的水平，可缓冲

技术入侵带来的损耗[30]；放松、掌握等其余恢复体验维度，则侧重资源补给，维系增益路径的持续。两

类维度不宜合并为单一指标。 

4.3.2. 组织层面条件及其操作化 
组织层面的条件常被概括为“组织支持与治理能力”。这一表述在研究传统上具有依据，元分析证

据显示人工智能信任与工作不安全感分别是机会路径与威胁路径的中介[31]，而组织支持恰是塑造这两

者的重要外部条件；研究还发现组织心理所有权通过人工智能工作重塑影响协作的形成[22]，说明员工与

组织的心理联结会传导到人际关系之中。但作为边界条件，“组织支持”与“治理能力”都过于宽泛，需

要细分后才能与具体的调节路径对应。 
组织支持可区分为四类，各自作用于不同的机制。其一是情感性支持，指组织关心员工福祉并认可

其贡献，对应组织支持感研究的经典界定，其主要作用是缓冲技术压力对深度使用的抑制。其二是工具

性支持，指组织提供合规、可用且功能充分的内部工具与技术支持，它直接降低员工因内部工具不足而

转向外部工具的动机[28]。其三是信息性支持，指组织明确说明使用边界、数据规范与后果预期，它通过

降低责任归属模糊来缓解问责焦虑[28]。其四是发展性支持，指组织提供培训与能力发展机会，其作用经

由前述素养的三个成分间接体现。四类支持的作用点不同：仅提供情感性支持而缺少工具性与信息性支

持，会形成“鼓励使用但不提供条件”的错配，可能反而推高隐蔽使用的概率。 
治理能力同样可细分为三个可操作的维度。其一是制度清晰度，即规则是否明确界定了可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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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场景与不可为事项。其二是执行一致性，即规则在实际执行中是否前后一致、对不同岗位是否保持

同一标准。其三是责任界定明确度，即当生成内容出现问题时，责任划分是否存在可预期的依据。前文

所述“治理漂移区”与“问责真空”[27] [28]表明，制度的形式存在与实质有效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而这

三个维度正是差距的具体所在。其中责任界定明确度在公共部门情境中尤为关键[28]。 

4.3.3. 任务与岗位层面条件及其操作化 
任务层面是三类条件中此前讨论最为笼统的一类。本文将其细分为四个可测量的维度，每一维度对

应不同的机制通道。 
其一是认知需求水平，指任务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判断、推理与论证组织。认知卸载的代价在高度依

赖专业判断的岗位上更为突出，而在以流程执行为主的岗位上相对有限。这一判断与元分析的发现相呼

应：人机协作对知识型员工的正向影响更强[31]。其可能的解释是，知识型工作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判断

与推理，而这些正是认知卸载最容易侵蚀的部分；反之，流程性工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执行的准确与及

时，卸载带来的风险相对较低。 
其二是成果可验证性，指任务输出能否被快速、低成本地核实。当任务的正确性易于核实时(如数据

整理、格式转换)，员工对工具输出的依赖风险较低，因为错误可以被快速发现；当任务的正确性难以及

时判断时(如方案论证、策略建议)，员工更容易接受工具输出而不再独立验证，卸载的隐蔽性随之上升。

这一维度此前较少被讨论，但它对治理实践具有直接意义，因为它决定了验证机制的必要性和强度。 
其三是合规敏感度，指任务涉及数据的敏感程度与违规后果的严重程度。影子人工智能的出现与企

业对数据安全的要求直接相关[26] [27]。在数据敏感度高的岗位上，制度约束与效率诉求之间的张力最为

尖锐：员工使用工具的收益明显，而违规的潜在后果同样严重。这类岗位也因此成为治理设计中最需要

精细处理的区域。 
其四是任务互依性，指任务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与他人协作完成。在高互依性任务中，工具输出会经

由协作链条影响他人，卸载带来的连带风险相应上升；而在独立完成的任务中，卸载的后果主要由使用

者本人承担。这一维度与合规敏感度共同决定了影子人工智能的风险水平与治理的紧迫程度。 
上述四个维度中，认知需求水平与成果可验证性共同决定损耗路径的作用强度；合规敏感度与任务

互依性共同决定影子人工智能的风险水平。将任务属性作此细分，可以使“任务属性是重要的边界条件”

这一判断转化为可测量的调节假设。 

4.3.4. 边界条件之间的交互作用 
将三类条件分开讨论是出于分析便利，但各条件并非相互独立。如果治理设计仅依据单一条件做线

性推断，很可能得到背离现实的结论。下面分析三组两两交互效应与一组三阶组合效应。 
第一组为人工智能素养与组织治理的交互，二者结合会带来效应反转。在治理清晰、支持充分的环

境下，高素养员工会将能力转化为合规的深度使用，素养的增益作用得以放大；而在治理薄弱、边界模

糊的环境中，高素养反而会赋能员工熟练地规避制度，在组织监管之外使用工具。可见素养并非天然的

风险屏障，其作用方向取决于组织治理水平。这也说明，单独开展素养培训存在局限，能力提升必须和

制度边界划定同步实施。 
第二组是组织支持与任务属性的交互，核心在于支持类型要和任务特征相适配。组织支持的价值会

随任务合规敏感度提高而增强：低敏感度岗位中，信息性支持的作用有限；高敏感度岗位若缺少该类支

持，会加剧员工问责焦虑，提升影子人工智能的发生概率。但在高敏感度岗位，情感性支持一旦被理解

成对违规规避行为的默许，反而会放大风险。因此笼统提出“强化组织支持”并不具备实操性，需要区

分支持类型，并匹配对应任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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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是人工智能素养与任务属性的交互，同一素养会同时放大增益、损耗两条路径。面对高认知

需求任务，高素养员工可以借助工具获取更大收益，但也会面临更高的认知卸载风险。故而在知识密集

型岗位，素养提升的净效应存在不确定性，需要配套成果交叉核验机制，保障整体效应为正向，这也从

交互层面印证了前文成果可验证性的相关论述。 
第四组是三阶条件组合。任务合规敏感度高、组织治理薄弱、个体批判评估素养低下三者叠加，会

形成最高风险情境：员工有动机绕开规则，缺少制度边界约束，同时无法辨别工具输出质量，三类不利

条件会互相强化，而非简单叠加。反之，当三者均处于理想水平时，增益路径更容易发挥作用，损耗路

径则被有效抑制。综上，边界条件不能割裂看待，治理设计应当重视变量组合效应，切忌单一变量的线

性推演。 

5. 实践启示与治理路径 

5.1. 治理思路的转变：从限制到受控赋能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主张企业的治理思路应从“限制使用”转向“受控赋能”。依据有三：第一，影

子人工智能的普遍存在说明禁止性规定难以奏效[26] [27]；第二，增益路径的兑现依赖于员工的深度使用

与主动重塑，过度限制会同时抑制收益[2] [12]；第三，悖论理论提示，面对同时成立的双重要求，动态

平衡优于单向取舍[13]。受控赋能的含义是：承认员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制度设计

把使用引导到可控、可见、可追溯的轨道上。 

5.2. 可见性建设 

治理的前提是可见。当使用转入隐蔽形态时，企业既无法评估风险，也无法提供支持。可行做法包

括建立人工智能工具登记清单，明确哪些工具可用、哪些场景可用；对敏感数据的流向实施监控；以及

为员工提供合规且好用的替代工具——研究显示，当内部工具不够直观或功能不足时，员工会转向外部

商业工具[28]。 

5.3. 能力培养 

能力培养是同时削弱损耗路径、放大增益路径的杠杆。实验证据表明，结构化提示能够显著降低认

知卸载并提升推理投入[6]，这说明使用方式可以通过训练改变。企业的培训重点应从工具操作转向任务

整合：不是教员工“这个按钮在哪”，而是训练其判断何时应当依赖工具、何时必须保留人工推理。 
此外，鉴于素养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经由创造性自我效能感传导[32]，培训还应注意提升员工对自己能

力的信心，而非仅仅传授技能。 

5.4. 边界划定与责任澄清 

责任归属模糊是损耗机制的重要来源[28]。企业需要明确界定三类边界：数据边界(哪些数据不得输

入外部工具)、判断边界(哪些决策必须保留人工审核)、责任边界(当生成内容出现问题时，责任如何划分)。 
边界划定的意义不仅是控制风险，也是释放效能。当员工清楚知道“什么可以做”时，反而更敢于

在允许的范围内深度使用。这与制度伦理氛围研究的一贯发现一致：清晰且被认可的规则体系，比模糊

的约束更能引导行为[33]。 

5.5. 治理组合的落地次序 

上述四项举措并非并列关系，而存在先后次序与依赖关系。厘清次序，是把治理思路转化为行动方

案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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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应当是可见性建设。理由在于，边界划定与能力培养都需要以“知道使用发生在哪里、涉及

哪些数据、采取何种方式”为前提。在缺乏可见性的情况下，任何规则都只能建立在假设之上，其后果

往往是规则与实际脱节，进而削弱制度本身的权威性。这一判断与影子人工智能研究的发现一致：治理

失败的首要原因通常不是规则缺失，而是可见性不足[27]。 
第二步应当是能力培养，且可与可见性建设部分并行。它是四项举措中唯一同时作用于两条路径的

杠杆：一方面通过提升使用深度放大增益[2]，另一方面通过改变使用方式削弱损耗[6]。更重要的是，能

力培养的投入不会因治理策略调整而失效，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第三步才是边界划定。把边界放在可见性与能力培养之后，有两重考虑。其一，先了解实际使用形

态，才能判断哪些场景属于真正的高风险；其二，先具备基本使用能力，员工才有条件在规则范围内有

效工作，否则规则容易被视为纯粹的阻碍。这与合规研究中“内化优于遵从”的发现相呼应——当规则

与员工的实际工作逻辑相容时，遵从更可能转化为内化[34]。需要提醒的是，治理本身也会产生成本。过

度细化的规则会增加合规负担，进而可能强化员工对制度的疏离感，反而推高隐蔽使用的动机。因此，

治理设计宜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只对真正高风险的场景设置硬约束，把其余空间留给员工自主判断。 
最后，四项举措的推进节奏还应与组织规模相匹配。中小企业的资源约束较强，可优先完成工具登

记与数据边界两项成本较低的举措；大型组织则有必要同步建设监控能力与培训体系。这一判断与制度

同构的研究结论相呼应：组织在采纳新实践时，往往同时受到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的驱动[35]，而两者

的权重会随组织规模与外部压力而变化。 

6.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6.1. 研究局限 

本文存在若干局限。第一，作为整合性述评，本文未进行元分析式的效应量合并，因此无法对两条

路径的相对强度给出定量判断。第二，纳入文献以企业员工样本为主，对公共部门与其他组织的适用性

有待检验。第三，多数纳入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因果方向仍需纵向研究予以确认。 

6.2. 未来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三个方向推进。其一，开展纵向追踪，检验资源螺旋与损耗螺旋的实际演化路径。其

二，采用经验取样法，捕捉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在日常层面的动态波动，而非停留在特质层面的静态差

异。其三，把治理实践本身作为自变量，检验不同类型的治理组合对增益与损耗两条路径的差异化影响

——目前这一方向几乎空白，却对企业实践最具直接价值。其四，开发面向中国组织情境的员工工作行

为测量工具。现有量表多源于西方研究，其在中文组织环境中的适用性虽有部分验证[11] [19]，但针对生

成式人工智能这一新情境的行为测量仍显不足。 

7. 结论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双刃剑分析框架，

主要结论有三。 
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不是单向的。增益路径经由心理授权、工作繁荣与工

作重塑提升工作投入与工作效能；损耗路径经由技术压力、认知卸载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依赖，导致批判

性思维弱化与情绪耗竭。两条路径并行存在，净效应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强度。 
第二，两条路径的相对强度受个体、组织与任务三类边界条件调节。其中人工智能素养与使用方式

是可干预性最强的一环——实验证据表明，结构化提示即可显著改变认知卸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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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企业治理应从限制转向受控赋能，并按可见性建设、能力培养、边界划定的次序依次推进。

这一路径既回应了影子人工智能所揭示的合规困境，也保留了增益路径得以兑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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